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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世纪太湖地区农田水利格局的形成*

谢 湜

摘 要: 唐宋时期，太湖流域的开发总体上呈现出从西部丘陵向太湖以东平原转移的趋势，其中太湖以东

平原的高地与低地又呈现出不同的开发节奏。从 10 到 11 世纪，高、低地农垦加快，交通拓展，水利则逐渐失

序。水利学说在官方治水事业推动下得到发展，一部分有识官员和水利学家托古改制，塑造并推崇吴越国高

低兼治的塘浦大圩农田水利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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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长三角地区是近千年来持续开发，至今仍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宋元以来该区域的开发

进程，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20 世纪以来，考古学者、历史地理学者以及农史学者对于宋元以前的

早期开发以及更早时期的长三角海陆变迁，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对太湖平原的形成和发育的总体过程，

逐渐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①。海津正伦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通过卫星影像判读和实地考

察，细述太湖流域各地区的沉积年代和地质特征，制成江南三角洲古代地理变迁图( 见图 1) ②。此图直

观呈现了长三角地貌发育过程，即是长江出海口南部上下两段沙嘴合拢，形成古海岸线。古海岸线长期

停驻，缓慢推进，在停驻的地带形成了地势稍高的贝壳沙堤，古人称之为冈身。后来海岸线又从冈身向

东缓慢推进。这一过程的结果，奠定了历史时期太湖平原地形的基本面貌，即在冈身东西两侧形成了高

地和低地的差异地貌。图 1 最后一幅分图的“氾滥原”即是低地，“砂州”( 即冈身) 和“砂堤列平野”则

是高地。
任意打开一张太湖流域地形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高、低地貌界线，此

线在今吴淞江以北，大体上沿着盐铁塘西侧，从北向南依次经过常熟、太仓、嘉定、昆山、青浦、松江一带。
按 1956 年黄海高程系，此线以东，陆高在 2 至 3 米之间，此线以西、太湖以东的大部分地区陆高 1 至 2
米。由于太湖以西是较为高阜的山地，而太湖以东的平原如上述由低而高，因此古人形象地将太湖平原

比喻为“仰盂”，形容其四周高、中间低的地势特点，又分别用“高乡”和“低乡”来指称太湖以东的高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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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地。这种地势有利于太湖从西部的山地获得来水，却不利于太湖向东往江海的排水。
根据现存的文献，对太湖以东高、低地貌进行详细的区分和讨论，始见于 11 世纪下半叶苏州昆山人

郏亶的水利著述。他细致地讨论了太湖流域的地貌特点以及古人治低田( 水田) 和高田的办法，倡导以

治田为先，决水为后，并从整体上统筹水网体系，塑造高低兼治的水利格局。在郏氏的水利学说中，他认

为高低兼治的水利格局，在前代已经出现，在五代吴越国割据时期更形成了十分完备的农田水利布局。
郏氏的水学对后来的江南水利学说和治水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关于唐代及五代吴越水利的推崇

和描述，也常常被后代论水利者所因袭。今人曾按照史载，将五代吴越时期的塘浦圩田理想图绘制出来

( 见图 2) 。

图 1 江南三角洲形成过程示意

图片来源: 海津正伦:《中国江南デルタの地形形成》，《名古屋大学文学

部研究论集》史学 36，第 243 页。
图 2 吴越塘浦圩田概念图

图片来源: 郑肇经主编:《太湖水利技术史》，第 85 页。

在 1980 年代，曾有学者对宋人记载的吴越钱氏水利的真伪表示怀疑，认为现存吴越时期直接记述

水利情况的文献极少，北宋人记述钱氏水利说法纷纭，而且从未有人征引过任何吴越文献，以讹传讹，缺

乏实据，北宋以后的学者多沿袭北宋人的片言只语，随意发挥①。
本文在此基础上认为，11 世纪高低乡水利学说的出现，只是反映了该时期太湖以东高低地水利形

势的基本稳定，昭示着农田水利开发新格局的开始。斯波义信曾列举了唐宋时期长江下游地区重要的

水利工程，并讨论了地域开发中心转移与水利组织的问题，他指出: 唐代中期到宋代，水利工程的分布，

呈现出从江南西部丘陵高地向太湖以东平原集中的趋势②。11 世纪中叶高低乡水利和水利学说的同步

发展，也充分地反映了这一趋势，而 11 世纪水利学家对前代水利的描述，则带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

一、从“禹贡三江”到“太湖三江”

太湖水系的上游来水，古今没有显著变化，太湖水源主要有西面茅山山脉和苏皖界山的荆溪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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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更翎:《吴越钱氏的水利》，收入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江苏省水利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太湖水利史论

文集》( 内部刊物) ，1986 年，第 129—139 页。
斯波义信著，方键、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217—247 页。



南面有来自天目山的东西笤溪水系。太湖下游去水历史变化则相当大。有关太湖地区治水的最早记

述，出自《禹贡》“淮、海惟扬州: 彭蠡既潴，阳鸟攸居; 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一句。禹迹茫茫，文字简奥，

其所传达的地理意象，大致应是指太湖流域整体地貌格局相对稳定下来。有关太湖与禹贡“三江”的关

系，从汉代经学家到清代研究《禹贡》的学者，一直辩论不休。按顾颉刚的归纳，旧说可分为四类: 一是

鄱阳湖下流分歧成北、中、南三道入海的长江三支; 二是指长江的上流、中流、下流为三江; 三是指长江为

北江，吴淞江为中江，钱塘江为南江; 四是以长江之中江入太湖，再分吴淞江、娄江、东江三江入海。顾先

生认为，古书称三江、五湖，多为泛称，上述四说都很勉强①。
从产生时间上看，以上四说最后一种出现最晚，此说源自公元 4 世纪东晋初年庾仲初的《扬都赋》，

认为“禹贡三江”即太湖三江娄江、东江、吴淞江。唐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论江南水利的学者

倾向于第四种说法，苏州地区传世最早的地方志《吴地记》②便采用了这种说法。持此类观点的学者们，

其实大都知道娄江、东江在五代吴越时已不见记载的事实，北宋水利学家郏亶、郏侨父子都明确指出:

娄、东二江故道已湮，仅存吴淞一江，而且已经十分狭浅③。南宋范成大撰《吴郡志》时采取了存疑的态

度，承认“今三江故道，古今变迁，已不可坚定”④。缪启愉先生在研究中认为:“宋以后的人所谓‘三江’，

既无二江对证，只是重复唐以前的文献，实际上已弄不清，后人又依据当时的水系变迁，别以白茆、浏河、吴
淞为三江，或以浏河、吴淞、黄浦为三江，但不问三江的水利利益，空谈三江的名目，于事无济。”⑤

对于唐宋人的“太湖三江”说是否有古迹可探，曾引起了现代研究者的兴趣。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

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曾对太湖地区的地貌和表层沉积物进行了调查，发现太湖尾闾存在三个显

著的线形低沙地带，其中两个与唐宋学者所称娄江、吴淞江的线路大体符合⑥。然而，要理清从“三江”
到“一江”的变化过程，则有相当大的难度。

综上所述，“禹贡三江”与“太湖三江”不可等同视之，“禹贡三江”基本上成为一个考据泥潭，其地理

范围本就无法确定，遑论定位。“太湖三江”作为范围确定的有关太湖地区早期水系变迁的话题，则尚

可作探讨，但也难有定论。惟一可以确定的是，唐宋时期一些学者逐渐将“禹贡三江”置换为“太湖三

江”进行讨论。清代著名的《禹贡》研究学者胡渭敏锐地指出了这一转变，并加以分析:

至《蔡传》则排弃苏氏而专主仲初，相沿至今，牢不可破。推寻其故，盖自唐以后，吴越间为财

赋之薮，及五代时，钱镠保有此一方，征敛颇急，而松江入海之口亦渐淤塞。宋元祐中，宜兴人单锷

著《吴中水利书》，以浚松江为第一义。南渡都临安，仰给于浙西者尤重。时人熟见习闻，遂觉扬州

之水，无大且急于松江者，而以为禹时亦然。因专主仲初之说。元、明以来，浙西之财赋甲于天下，

而松江之淤塞日甚。凡言吴中水利者，皆引《禹贡》以自重。《蔡传》又立于学官，为士子所诵习。
于是扬州之大川，以太湖入海之支港当之。而康成、子瞻之言，弃如粪土矣。⑦

在胡渭看来，唐以后江南逐渐成为财赋重地，太湖地区水利重要性凸显，导致了庾仲初之“禹贡三江

即太湖三江”论说开始流行。宋代学者蔡沈著《尚书集传》，采纳上述学说，广泛传播。元明以后，江南

在全国的财富中心地位不可动摇，谋划江南治水者，理所当然地引“禹贡三江”来彰显其水论。这种论

点还通过正统教育途径加以传承，令“禹贡三江”百家争鸣淡出，“太湖三江”说则一家独尊。清初毛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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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成大:《吴郡志》卷 19《水利》，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271、281 页。
范成大:《吴郡志》卷 48《考证》，第 631 页。
缪启愉编著:《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北京: 农业出版社，1985 年，第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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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渭注，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卷 6，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163 页。



龄对这一“学风”的转变颇为感慨:

古文具在，而学者贸贸究至坚持其说，必欲执三吴水利以注古经。夫水利焉能注古经矣?①

“太湖三江”论乃是在唐宋江南的历史语境下，对悬而未决的“禹贡三江”说的改造和发挥，其核心

目的不是仅为考据，而是为了凸显江南水利的重要性。宋以后的学者并非不知“太湖三江”论本身的难

以确证，譬如对于东江，甚至娄江的故迹，许多学者不敢下定论，但也觉得无妨水学。日本前辈学者冈崎

文夫和池田静夫就曾引用胡渭和毛奇龄的观点，强调唐宋三江学说兴起所依赖的历史与社会机缘，以此

探究唐宋以来江南地域开发史②。
现存苏州方志中仅晚于《吴地记》的，是朱长文于北宋元丰七年( 1084 ) 撰成的《吴郡图经续记》。

《吴郡图经续记》写成于 11 世纪中叶，即郏亶发表水利论著的十几年后，那是“三江”水学逐渐成为某种

意义上的“显学”的时代。朱长文亲历了吴地在熙宁末年旱灾之后重登丰稔的过程，他希望朝廷能真正

重视水利，防范于未然，“至于群言众说，各有见焉，择其可行者，裁而行之”③，力求臻于郅治。为此，

《记》中首创《治水》一门，列述江南治水往迹，又记载近事，朱长文在《治水》之开篇中指出: “三江故道

既废，而五湖所受者多，以百谷钟纳之巨浸，而独泄于松陵之一川，势不能无浸溢之患也。观昔人之智亦

勤矣，故以塘行水，以泾均水，以塍御水，以埭储水，遇淫潦可泄以去，逢旱岁可引以灌，故吴人遂其生

焉。”④他在叙述了熙宁间郏亶治高田、低田之水论之后称:

尝闻濒海之地，冈阜相属，俗谓之冈身。此天所以限沧溟而全吴人也。虽有泾浦，而日为潮沙

之所积，久则淤淀，是不可以不治也。夫治水者，当浚其下，下流既通，则上游可道也。⑤

显然，朱长文没有纠缠于古经，而是落实到治水。宋代许多学者也同样从“注经”中解放出来，转向

对江南水利的建言。总体看来，唐以后从“禹贡三江”到“太湖三江”学说的转变，不单纯是水利理论的

发展，而是江南地域开发史的表象。透过这个表象，笔者需要更细致地梳理太湖地区开发史的历程，先

从朱长文所强调的成就吴人历史的冈身述起。

二、冈身·冈门·冈身路: 高乡开发

朱长文对冈身的了解，似是耳闻，并非亲见，但他言简意赅地叙述了冈身的基本形态，即“冈阜相

属”，意指冈身地形高阜，连属相邻。在《吴郡图经续记》之后，历代地方志对冈身的记载渐趋详细，也多

有考辨。
南宋绍熙四年( 1193) 秀州华亭知县杨潜所修《云间志》在《古迹》门中载道:

古冈身，在县东七十里，凡三所，南属于海，北抵松江，长一百里，入土数尺，皆螺蚌壳，世传海中

涌三浪而成。其地高阜，宜种艺菽麦。朱伯原《吴郡图经》所谓“滨海之地，冈阜相属，俗谓之冈身。
此天所以限沧溟而全吴人也”。⑥

《云间志》的撰者显然比朱长文更有见识，他进一步讲述了古冈身一带的地表特征，清晰地指出了

冈身就是古代滨海浪潮长期作用下形成的贝壳沙堤。关于吴淞江南北冈身，特别是北面冈身，《云间

志》以后各志均有具体的名称记载，但说法不一。
淳熙九年( 1182) 龚明之所撰《中吴纪闻》对旧的《吴郡图经》( 今已不传) 所载冈身名称作了勘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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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⑥

毛奇龄:《三江考》，载毛奇龄:《西河集》卷 119《馆课拟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集部别集类，第 1321 册，第 294 页上。
岡崎文夫、池田靜夫: 《江南文化開發史: その地理的基礎研究》第二编第一章《唐宋時代の三江學說の一理

解》，東京: 弘文堂書房，1943 年，第 27—67 页。
④⑤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治水》，《江苏地方文献丛书》，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年标校本，第

55，51，54 页。
绍熙《云间志》卷上《古迹》，《宋元方志丛刊》第 2 册，北京: 中华书局，1990 年，第 21 页上。



旧《图经》云外冈、青冈、五家冈、蒲冈、塗松冈、徘徊冈、福山冈，并在吴县界。今次第而数之，

其上之四属昆山，下之三属常熟，言地之远近，与吴县大相辽绝。①

龚明之勘正了《图经》所载七冈所分处的县份。其后不久，范成大于绍熙三年( 1192 ) 编成《吴郡

志》，他在志末《考证》卷中亦对冈身进行了考证，其说与龚论完全一致②。
淳祐十一年( 1251) ，《玉峰志》修成，撰者取范成大之说，进一步勘正了冈身所处县份。另外，《玉峰

志》还对昆山太仓以东的冈身和冈门详加列举:

《吴郡志》考证外冈、青冈、五家冈、蒲冈属昆山，以证旧《经》之误，今外冈、浦冈又分属嘉定云。
邑自太仓以东有所谓冈身，曰太仓冈身、上冈身、下冈身、归胡冈身、冈身官路，凡有五冈身。又

有所谓冈门，曰彭冈门……吴冈门、顾冈门、丁冈门，凡有十四冈门。其地势皆高峻，与常州地形相

等。或谓冈身有路直通南京。今止闻归胡冈身之称，未知孰然，当必有博古君子为之辨证云。③

在《玉峰志》撰修的 34 年前，即嘉定十年( 1217) ，昆山县析东境置嘉定县，嘉定县境遂有二冈。该

志撰者进一步较为准确地说明，昆山东境冈身的高峻地势与常州相等。宋亡元兴，昆山县在元贞二年

( 1296) 升县为州，延祐中移州治于太仓。至正元年( 1341) ，杨譓修成《昆山郡志》，进一步对冈身问题进

行考辨:

《中吴纪闻》云: 旧《图经》云外冈、青冈、五家冈、蒲冈、菘冈、徘徊冈、福山冈，并作吴县界。今

次第而数之，其上之四属昆山，下之三属常熟，言地之远近，与吴县大相辽绝。《玉峰志》云: 今外

冈、浦家冈分属嘉定。昆山所余，唯青冈、五家冈而已。又云，青冈在县东北四十二里。今按，青冈

亦属嘉定，即中冈身也。其及昆山者，唯地脉相连耳。④

杨譓指出，青冈即中冈身，与外冈、浦冈均处于嘉定县境。
13 世纪冈身以东高乡地区的行政区划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上海县、松江府先后于元代初期设

立。明代以后，松江府的方志都对境内冈身重新进行了定位。弘治《上海志》未专列冈身，但记载了吴

淞江故道以南三条与冈身有关的水道:

竹冈泾在十六保，砂冈泾在十六保，紫冈泾在十八保。⑤

正德《松江府志》则将这三条古冈身的相对位置清楚地记载下来:

紫冈塘，并在盘龙塘东，其北通六磊塘，至横塘止。紫冈之西为沙冈，东为竹冈，为横泺，为新泾

( 并见前通江诸浦下) ，新泾之南古莺窦湖也。⑥

在吴淞江以南冈身的名称和位置逐渐得到确认的同时，关于吴淞江以北的冈身的记载，也在上述宋

元诸志的基础上得到了补充。嘉定县现存的第一部县志是明正德《练川图记》，此后，嘉靖、万历二朝均

有《嘉定县志》修成，这三部县志对吴淞江故道以北嘉定境内的冈身详加记载。其中，正德《练川图记》
对至正《昆山郡志》的考证结果，只接受了外冈一冈，而另外增入东冈、沙冈、浅冈三冈，也并未说明此三

冈与五家冈、浦家冈、青冈的关系⑦。嘉靖《嘉定县志》则在正德《练川图记》基础上列出五冈，肯定了青

冈的存在，并指出，东冈即五家冈。此外，嘉靖《嘉定县志》还进一步确定了各冈的方向坐落以及沙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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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淳熙《中吴纪闻》卷 5《图经刊误》，收入《汇刻太仓旧志五种》，清末刻本，第 11a—b 页。参照范成大《吴郡志》，

该刻本“塗松冈”后应脱“徘徊冈”三字，于此补上。
范成大:《吴郡志》卷 48《考证》，第 640 页。
淳祐《玉峰志》卷上《山( 墩墟冈) 》，收入《汇刻太仓旧志五种》，清末刻本，第 7b—8a 页。按: 原文称十四冈门，

但具名存录者仅十三，此照录原文，暂存疑。
至正《昆山郡志》卷 6《考辨》，收入《汇刻太仓旧志五种》，清末刻本，第 8b—9a 页。
弘治《上海志》卷 2《山川志·水类》，《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 7 册，上海: 上海书店，1990 年，第 64 页。
正德《松江府志》卷 2《水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 5 册，上海: 上海书店，1990 年，第 101—102 页。
正德《练川图记》卷上《山水·冈墩》，民国十七年( 1928) 油印本，第 2b 页。



浅冈相对于外冈的位置①。万历《嘉定县志》根据嘉靖《嘉定县志》之述，对各冈位置描述作出小部分调

整，并将浅冈名称置换为西冈②。
20 世纪中期，谭其骧结合文献与冈身地带的考古新发现，对上海地区成陆年代及长三角地貌变迁

进行了深入研究，初步推定最西的冈身应在五六千年前形成，最东的冈身应是公元 4 世纪左右海岸线停

留的地方③。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学界对冈身地带的研究继续推进，冈身地带各条贝壳沙带的 C14 测

年，也使得吴淞江以南和以北各条冈身的形成年代得以进行比对④。
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已经提到了冈身以东的水利状况，高乡“虽有泾浦，而日为潮沙之所

积，久则淤淀”，阻碍了低乡的排水，因此他主张江南治水应重视下游之治理⑤。据朱长文称，在 11 世纪

以前，昆山高乡地带开凿了新洋江，沟通松江，实现排水和灌溉:

新洋江，在昆山县界。本有故道，钱氏时尝浚治之，号曰新洋江。既可排流潦以注松江，又可引

江流溉冈身也。⑥

冈身地带何时开始出现规模相当的灌溉农作，尚难考察。《云间志》称冈身地带“其地高阜，宜种艺

菽麦”，这一“经验之谈”，至少可以说明在 12 世纪以前，冈身地带已经有了一定的农作活动。在冈身以

西，灌溉水源除了依赖新洋江干河，更依靠南北向的横沥河等大塘，以及从大塘引出来的东西向的小塘，

时人称这些小塘为“冈门”，这一灌溉水网，最早见于郏亶的水论:

今昆山之东，地名太仓，俗号堽身。堽身之东，有一塘焉，西彻松江，北过常熟，谓之横沥。
又有小塘，或二里，或三里，贯横沥而东西流者，多谓之门。若所谓钱门、张堽门、沙堰门、吴堽、
顾庙堽、丁堽、李堽门，及斗门之类是也。夫南北其塘，则谓之横沥，东西其塘，则谓之堽门、堰
门、斗门者。是古者堰水于堽身之东，灌溉高田，而又为堽门者，恐水之或壅，则决之而［入］横

沥，所以分其流也。⑦

据郏亶所言，在其生活的 11 世纪以前，高乡已经有了冈门小塘与横沥相配合的水利组合。上文所

引《玉峰志》显示了 13 世纪高乡地区冈门水利的延续。志中详列十四冈门，有些可能是从 11 世纪延续

下来的旧塘。除了横沥和冈门灌溉，在 11 世纪，高乡沿海沿江地区已经依靠潮汐灌溉，在干旱之岁还可

通过冈门潴蓄潮水，免于枯瘠⑧。
北宋时期高乡地区的拓殖，除了农田开垦，也受到海上贸易的影响。据朱长文所载，当时“松江正流

下吴江县，过甫里，迳华亭，入青龙镇，海商之所凑集也”⑨，可见吴淞江是江南海贸的运道。海贸之利有

着普遍的吸引力，官府对于私商活动采取了抵制措施，在高乡滨海设“巡逻之官”，以“戢盗贼，禁私

鬻”瑏瑠，官府的禁令也许正反映了沿海高乡走私贸易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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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瑏瑠

嘉靖《嘉定县志》卷 1《疆域志·山冈》，明嘉靖三十六年( 1557) 刻嘉靖公文纸印本，第 3b 页。
万历《嘉定县志》卷 1《疆域志·山冈》，《中国方志丛书》，台北: 成文出版社，1983 年，华中地方第 421 号，第

129、132 页。
谭其骧:《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原载《文汇报》1960 年 11 月 15 日，收入《长水集》下，第 141—144 页。谭

其骧:《再论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答丘祖铭先生》，原载《文汇报》1961 年 3 月 10 日，收入《长水集》下，第 152—159
页。谭其骧:《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原载《考古》1973 年第 1 期，收入《长水集》下，第 160—178 页。

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257 页。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治水》，第 55 页。

⑨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中《水》，第 50，47—48 页。
范成大:《吴郡志》卷 19《水利》，第 266—267 页。
范成大:《吴郡志》卷 19《水利》，第 270 页。有关唐宋时期江南的潮汐灌溉和感潮地域的变迁，可参见北田英人

的相关研究，北田英人:《中國江南三角州における感潮地域の變遷》，载《東洋學報》第 63 卷第 3 号，1982 年; 北田英人:

《八—一三世紀の江南の潮と水利·農業》，载《東洋史研究》第 47 第 4 号，1989 年。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海道》，第 17—18 页。



11 世纪的高乡开发已初见规模。除了灌溉水道和通海河道，陆路交通又有何发展呢? 《玉峰志》记

载冈身之时首次提到了“冈身路”的存在，纂者还提到，人称有冈身官路可通往当时的南京开封，但未作

确证①。明代第一部苏州府志在洪武初年修成，其中载道:

冈身，太仓以东有冈身五，曰太仓冈身、上冈身、下冈身、归胡冈身、冈身官路，南属松江之海，北

抵大江之阴，其下皆沙碛螺蚌，地宜菽麦……②

可见“冈身官路”被列为五冈之一。那么冈身官路与冈身是何关系呢?

在郏亶的论述中，宋代以前的高乡拓殖格局，主要是利用高阜的冈身，堰水于冈身东侧，形成南北向

的横沥大塘，再用东西向之冈门沟通横沥，平衡水势。冈身从古时隔海护土的屏障作用，转而承担起堰

水河堤的功能，冈身地带得以垦殖。而随着农田水利发展，南北连绵但隆伏不一的冈身沿线，很可能有

一部分逐渐被铲削取平，连缀成通道，便于民人交通。
弘治《常熟县志》的撰者首次将冈身路作为一条“道路”列入记载:

冈身路，在二十六等都，南抵太仓，北至大江，即盐铁塘右岸，长与塘并。上皆飞沙，干燥不堪种

植，惟产香附子。以其如山之冈，故名。③

弘治《太仓州志》的撰者桑悦，沿用了洪武府志对冈身的记载( 仅将“归胡”改作“归吴”) ，但敏锐地

指出了冈身削平的变化过程:

州治之东有所谓冈身，曰太仓冈身、上冈身、下冈身、归吴冈身、官路……( 悦按: 郏亶水利论云，

古者堰水于冈身，必高岸曲阜，非如今平平大道也，所不废者，特存名耳) ④

从“高岸曲阜”的冈身，到“平平大道”的变化过程，即是冈身地带逐渐形成冈身路乃至官路的过程。
前引 16 世纪两部《嘉定县志》的撰者则颇为明确指出: “今南至南翔，北至太仓，俱曰冈身路”⑤，冈身路

就在东冈一线，而东冈即唐代就已经确载的伍家冈。如此说来，即认定东冈一线就是宋代以来的冈

身路。
到了清代，康熙《常熟县志》也是将冈身路作为一条道路列入记载:

冈身路，滨于盐铁塘，自邑之北，南抵太仓州，旋绕无回曲。当济渡处有小彴路，皆沙壤，行者便之。⑥

18 世纪后期，常熟高乡市镇支塘镇的镇志撰者，进一步就冈身路的位置和走向进行了考辨:

冈身路南抵太仓，北至大江，即盐铁塘右岸，长与塘并，土皆赤坟，不堪种植。以其如山之冈，故

名。李志云，路旋绕，无回曲，当济渡处有小彴，行者便之……说者谓海沙积久凝成，或开浚河道，堆

土为阜，土人谓之冈身路。
按，冈身路为东乡孔道，系盐铁塘西岸，滨河土色间有赤坟者，此乃海疆地脉，筑墙营圹必需此

土，天生此以资民用者也。其土为他处所无，挑去复生，用之不竭。路旁田沃多瘠少，前人云不堪种

植，甚误。且途径坦夷，或云捍海塘，或云浚河泥所积，俱踵讹袭谬之说也。冈身不过沿塘大路，而谓

之为塘，则去海甚远; 谓之为堆泥，则岂以砥矢为式，而畚挶专集于绵亘一线之地乎，皆无是理也。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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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祐《玉峰志》卷上《山( 墩墟冈) 》，第 7b—8a 页。
洪武《苏州府志》卷 2《山》，《中国方志丛书》，台北: 成文出版社，1983 年，华中地方第 432 号，第 446—451 页。
弘治《常熟县志》卷 1《道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185 册，山东: 齐鲁书社，1996 年，第 30 页下—31 页上。
弘治《太仓州志》卷 1《山川》，《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第 3 册，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年，第

20 页。
嘉靖《嘉定县志》卷 1《疆域志·山冈》，第 3b 页; 万历《嘉定县志》卷 1《疆域志·山冈》，第 132 页。
康熙《常熟县志》卷 5《桥梁·路》，《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 21 册，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

上海书店、成都: 巴蜀书社，1991 年，第 94 页下。
顾镇编辑，周昂增订:《支溪小志》卷 1《地理志·闾里》，乾隆五十三年( 1788) 纂，抄本，收入《常熟乡镇旧志集

成》整理本，扬州: 广陵书社，2007 年，第 181 页。按，整理本中将“系盐铁塘西岸滨河土色间有赤坟者”一句断为“系盐铁

塘西岸滨河，土色间有赤坟者”，有误，应将逗号断在“西岸”之后。



清代中期的高乡已经处于全面开发的时期，撰者很清晰地指出，冈身路即盐铁塘西岸，本是海疆地

脉，当时则已是高乡的孔道( 按，常熟东乡为高乡，西乡为低乡) 。顾镇还提到一个细节，即高乡民人一

直挑挖冈身滨河的赤坟土作为建筑材料，他认为，这类土壤其实并非贫瘠不堪，仍然可以耕种。
根据 1980 年代常熟县的土壤调查结果，这种被称作赤坟土的土种，应是乌沙土，属湖积母质上承受

长江冲积物的再沉积发育而成。主要分布在今盐铁塘以西的沙岗内沿、常浒河两侧的稻田及白茆塘支

流岸边一带，分布于梅李、支塘、周行、森泉、古里等乡镇，质地较轻，以中壤为主，粘粒含量小于 20%，粗

粉砂大于 45%，渗育层雏形发育，土体裂面断续出现灰色胶膜，并有少量锈色斑纹，淀积现象不明显，

中、下层有石灰反应，乌沙土养分含量较丰富，但保肥性稍差，作物常因肥力不够而后劲不足①。综合这

些特点，古人多取此土建筑，但对其肥力意见不同，便都可以得到理解了。
经过历代挑挖，这条“长与塘并”的冈身路“途径坦夷”，成为高乡的要道了。上述镇志撰者没有提

及冈身的高阜地势，不难推知，在 18 世纪，冈身已成低平陆路，不易分辨高低差别，人们也就认定“冈身

不过沿塘大道”，而把冈身和冈身路等同起来了。
从冈身、冈门到冈身路，即 13 世纪以前高乡渐辟、交通始成的拓殖过程。在 11 世纪以前，冈身以东

由东西向的冈门( 或堰门、斗门) 和南北向的横沥水道构成的水利设施已经得到发展，这一水网依靠南

北向的新洋江等水道沟通松江大河道，又借助东面灌入的潮水实现灌溉。除了农业垦殖，海上商业活动

对其变迁也产生了影响。人们在冈身种植作物，铲削冈身，取土作筑，同时开辟陆路，高阜的冈身逐渐成

为平坦的大道。12 世纪以后，随着开发推进和高乡政区增设，文献中有关冈身的记载不断丰富。假如

不苛求对冈身的定位和断代，只着眼于古人如何逐渐认识并记载冈身，则可以看到，方志对于冈名的记

载越来越多，越来越精确，这种认识向吴淞江南北一并推进，也同时从冈身地带往东推进。另一方面，冈

身从未阻隔高、低乡在开发进程上的联系，考察 13 世纪以前冈身以西低乡的拓殖，对于理解上述高乡的

变化至关重要。

三、塘路·塘浦·圩田: 低乡开发

太湖平原基本地貌格局形成后，低乡地势卑湿，前述古人“仰盂”之喻，即表现其泛滥之险。低乡农

田水利开发的重点，一直都是排水去潦，同时与水争田。有关先秦时期太湖地区的垦殖情况，主要见于

《吴越春秋》、《越绝书》中为数不多的记载。殷末周人太伯、仲雍南来，建立吴国，筑城于无锡梅里，人民

在三百里外郭耕田②。从吴王寿梦( 公元前 585—前 561) “通楚”到吴王阖闾( 公元前 514—前 496) 的近

一个世纪，吴国与楚国交往频繁，并借鉴了楚国经营云梦地区洼地水利的经验和技术，兴起水土工事，并

从无锡迁都到吴( 苏州) ，在水乡初筑吴城③。《越绝书》的记载则反映了越国灭吴后，以及楚国灭越后在

吴地经营洼地农垦，开凿陆路的一些新迹象④。楚灭越之后，春申君黄歇在苏州北面开挖河港并兴修堤

岸陆路———“陵道”⑤。秦灭楚之后，“造通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到

钱唐越地，通浙江”⑥。
太湖西南缘的塘河和湖堤修筑，从汉代开始有了新的发展⑦，汉代以后，历朝在太湖东南地区广开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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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江苏省常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熟市志》第 2 编第 5 章《土壤》，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35 页。
《吴越春秋·吴太伯传》，见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会考》，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15 页。
参缪启愉编著:《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第 4—6 页。

⑤⑥ 《越绝书》卷 2《越绝外传记吴地传》，《四部丛刊初编》史部，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第 8、10，10，13 页。
张元之撰，缪荃孙校:《吴兴山墟名》，光绪十七年刻本，第 5b 页



田营田①。东晋南朝时期，屯田经营体制得到延续，水利设施也在各地逐渐兴修②。南朝梁统治时期兴

修的水利设施颇多。梁大同六年( 540) ，吴郡下辖的海虞县改名为常熟县，此次改名的缘由，唐宋以来

的地理志未有确载，但明清常熟的许多县志和地方文献则认为，这与六朝以后常熟一带水利开发带来的

农业发展直接相关。康熙《常熟县志》( 8 卷本) 纂者曾倬认为:

( 常熟) 境内地势南卑而北高。陆化淳云，卑利恒赐，而高区已号涸辙，高利恒雨，而低区已悲

沉灶，蒙常熟之名，实有常荒之患焉。故二十四浦入江入海故道，八十五区川浍沟洫，皆详著之。③

曾倬在志中借鉴明代常熟细密化的分区治水的经验，强调居安思危，方可“常熟”。到了清末，常熟

县志的撰者则首次尝试解释南朝梁时常熟改名之缘由:

吾邑于梁大同六年更名常熟，初未著其所由名。或曰，高乡濒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资灌溉，

而旱无忧; 低乡田皆筑圩，足以御水，而涝亦不为患。以故岁常熟，而县以名焉。④

该志撰者引述了一种说法，认为水利是常熟得名之由，亦是立县之本，这显然夸大了南朝时期的水

利开发水平。高乡大浦通潮，低乡广筑圩田的农业景观，应是后世之功。
隋唐以前塘岸、塘堤的修筑，大多出于抗御洪捞，排灌通航，因为在大规模排涝和灌溉工程尚未进行

的条件下，改善水陆交通，免受风波之险，是低乡定居垦殖的第一要著。从公元 1 世纪到 6 世纪，定都江

南的历代王朝对低乡的开发，基本就是以塘岸、塘河的扩展为依托，逐步由丘陵高地向沿湖低地、洼地推

进，逐渐开展水利营田。13 世纪的第一年，谈钥在其所撰《吴兴志》中称:

湖之城平，凡为塘岸，皆筑以捍水。作史者以为开塘灌田，盖以他处例观。易开为筑，易溉

为围……
凡名塘，皆以水左右通陆路也。⑤

谈鑰主张用“筑塘围田”代替“开塘灌田”，反映了低乡农田水利开发的“地方性知识”，突出了“塘”
对于低乡的早期交通和拓殖的特有功能。

唐代以后，江南水利营田和塘浦系统发展迅速。随着海塘工程的初步完成，太湖以东地区农田水利

发展尤为突出。广德年间( 763—764) 嘉兴地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屯田垦拓⑥。到了贞元年间( 785—
804) ，先后出任湖州、苏州刺史的于頔致力于农田水利开发，重新修筑太湖南缘堤塘，保障了农作，又在

苏州“浚沟渎，整街衢”，使民人获利⑦。
元和年间( 806—820) 是太湖东缘湖岸塘路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与隋唐时期江南运河的发展

有关。隋代大业六年( 610) 江南运河全线贯通后，太湖东缘湖尾仍与吴淞江浑然一体，水域宽广，而且

无陆路可供牵挽船只，漕舟航行易受风波之险⑧。元和五年( 810) ，苏州刺史王仲舒“堤松江为路”⑨，修

成了江南运河苏州到平望段的西岸河堤，这便是吴江塘路。这条南北贯通、水陆两利的吴江塘路修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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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卷 58《吴书·陆逊传第十三》，北京: 中华书局，1982 年，第 1343 页。《晋书》卷 15《志第五·地理下》，

北京: 中华书局，1974 年，第 460 页。
中村奎爾:《六朝時代三吳地方にぉけゐ開發と水利につぃての若干考察》，载中國水利史研究會編:《佐藤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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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台北: 成文出版社，1983 年，华中地方第 557 号，第 68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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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印书馆，1986 年，集部总集类，第 1343 册，第 308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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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成大:《吴郡志》卷 19《水利》，第 266—267 页。
洪武《苏州府志》卷 3《水利》，第 198 页。



太湖南岸的荻( 頔) 塘相接，初步形成了太湖东南面的环湖堤岸，为低乡开发提供了一个抵御风波的屏障

( 见图 3) 。吴江塘路在宋代以后陆续增修、改修，一直发挥着作用，到 16 世纪官府还在设法修葺①。

图 3 吴江塘路

图片来源: 金友理:《太湖备考》，《中国方志丛书》，台北: 成文出版社，1970 年，华中地方第 40 号，第 82—83 页。

元和年间官方还修成了从苏州城到常熟的元和塘( 常熟塘) ②。据《唐将仕郎前左威卫录事参军刘

允文碑》称，元和塘前身是贞元以前修成的常熟塘水道，颇见灌溉之便，后来豪族沿塘河占田擅利。贞元

大旱导致塘河淤塞，促使郡守李素和廉访使韩秉文合力疏导淤淀，令常熟塘焕然一新，故得元和塘之新

名③。到 11 世纪，常熟塘“自齐门北至常熟百余里，皆有泾浦入□□□。盖釃其渠以泄水则有泾，引其

流以至江则有浦，其名甚众，而昆城、阳城湖之水，皆赖以泄焉”④。可以看到，常熟塘的功能发展，与太

湖南缘、东缘的塘岸、塘路有相似之处，即先通过塘岸方便陆路交通，然后在泄水以及引流灌溉方面发挥

作用，这反映了太湖东北面开发格局的拓展。
9 世纪太湖整体塘路格局的逐渐成型，太湖以东塘河水网的发展，为低乡低洼平原的排水和拓垦提

供了更多便利，排水灌溉河网的修造还沟通了低乡与高乡的水利联系。这种发展格局，为 10 世纪以后

塘浦圩田的开发提供了基础。
有关太湖地区圩田或围田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但宋以来许多学者，都将五代吴越时期塘浦圩田

体系的发展，看作一个理想的发端。吴越国( 907—978 ) 是在江南建立的一个割据王国，其开创者钱镠

在立国后，为稳固统治，非常重视太湖水利营田。据朱长文称:

钱氏时，尝置都水营田使以主水事，募卒为都，号曰“撩浅”。盖当是时，方欲富境御敌，必以是

为先务。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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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国的治水体制明显是沿续了唐代的营田体制，基本上是以军事化治水，来完成“富境御敌”的

“先务”。吴越国统治中期，还在沿江如常熟县一带派遣“开江营”治水，开江营也是军事屯营，兼顾治

水。其治水重点在于既有的常熟高乡二十四浦的感潮灌溉系统①。在屯兵治水、召民开市的开发过程

中，新的聚落围绕着屯寨应运而生。据说常熟东境高乡的梅李镇，便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②。
吴越塘浦圩田开发格局，主要是通过宋人的水 利 论 著 得 见 概 貌。较 早 的 记 载 出 自 景 祐 年 间

( 1034—1037 年) 苏州知州范仲淹的奏议，他上任后发现“州地濒雷泽，田多水”，于是曾“募游手，疏

五河，导极水入海”，工程未成，其徙任明州转运使，有人上书建言，称范仲淹治水有绪，应“留以毕其

役”，于是“诏复知苏州”③。在庆历三年( 1043) 九月，范仲淹向宋仁宗条陈十事，其中第六条“厚农桑”
言及江南水利得失:

且如五代群雄争霸之时，本国岁饥则乞籴于邻国，故各兴农利，自至丰足。江南旧有圩田，每一

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涝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

及，为农美利……臣询访高年，则云曩时两浙未归朝廷，苏州有营田军四都，共七八千人，专为田事，

导河筑堤，以减水患。④

据范仲淹的“调研”，吴越时期治理卑湿低乡的关键，便是以方数十里的大圩御水治田，以军力导河

筑堤。前面曾引述郏亶关于高乡冈门横沥水利的记载。对于低乡的圩田和堤岸治理，郏亶亦有详述:

循古今遗迹，或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又七里或十里而为一横塘。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

浦阔深，而堤岸高厚。塘浦阔深，则水通流而不能为田之害也; 堤岸高厚，则田自固，而水可拥而必

趋于江也。然后择江之曲者，若所谓槎浦、金灶子浦，而决之，使水必趋于海……
论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者……古人遂因其地势之高下，井之而为田。其环湖卑下之地，则于

江之南北，为纵浦以通于江，又于浦之东西，为横塘以分其势而棋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阔者

三十余丈，狭者不下二十余丈，深者二三丈，浅者不下一丈……民田既不容水，则塘浦之水自高于

江，而江之水亦高于海，不须决泄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其堽阜之地，亦因江水

稍高，得以畎引以灌溉。此古人浚三江、治低田之法也……所有沿海高仰之地，近于江者，既因江流

稍高，可以畎引; 近于海者，又有早晚两潮可以灌溉。故亦于沿海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

为一纵浦，又五里七里而为一横塘……虽大旱之岁，亦可车畎以溉田，而大水之岁，积水或从此而流

泄耳。⑤

郏亶的水论起点，便是前述“太湖三江”说，他认为三江乃是大禹治水时凿通冈身以泄积水的产物，

然而太湖平原西高东低的地貌特点，仍然影响了低乡的正常排水，以及高乡的蓄水灌溉。因此，高乡易

于旱，低乡苦于涝。古人通过在高乡、低乡开辟横塘、纵浦的水利系统，顺利地解决了高低乡的水利问题，

并通过高筑堤岸、深浚塘浦来保护民田。于是，纵横有序、星罗棋布的塘浦网格中，形成了“圩田之象”。
郏亶在水利书中一再强调，必须效仿古人按照地形高下治理低田、高田之法，更要明确“治田为先，

决水为后”⑥。他指出，解决治田与治水的关系，关键在于塘浦圩田体制的统筹规划。王建革概括了郏

亶所叙述的“高圩狭水”的吴越塘浦大圩格局，即筑造一丈到二丈高的圩堤，以保证在大水之年，即使岸

外江湖的水位比岸内圩田的水位高五到七丈尺，圩堤依然高出江湖三尺到一丈，如此一来，大水虽然在

塘浦中高涨，但是不入圩田，又因水位抬高，易入松江主干，有利于灌溉冈身，最终顺利出海。他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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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格局与太湖出海河道特别是吴淞江的水环境变化有直接关系①。
郏亶在水利书中，并未说明这样的塘浦圩田格局何时形成。然而，宋以后的学者根据范仲淹的记载

以及其他宋人的叙述，断定郏亶所述的正是吴越国高、低乡农田水利的一般形式。

结 论

所谓的“太湖三江”中的娄江、东江，在五代吴越时已不见记载，仅有吴淞江仍为出水主干道，而由

于长期的海潮倒流，泥沙沉积，吴淞江河床及沿岸地区已经淤高。范仲淹治水之时，反对者就提出:“或

曰江水已高，不纳此流; 或曰日有潮至，水安得下? 或曰沙因潮至，数年复塞。”②郏亶亦指出:“今二江已

塞，而一江又浅。倘不完复堤岸，驱低田之水尽入于松江，而使江流湍急，但恐数十年之后，松江愈

塞。”③他主张冈身以东必须深浚港浦，维护潮灌系统，既可利于高乡灌溉，也有利于低乡排水。王建革

注意到，低乡之水需要被“驱”，才能进入吴淞江，说明筑高圩岸、提高水位，在于束水冲淤、顺利排水，使

湖水清流和潮流处于理想的平衡之中。这便是高圩狭水的重要意义④。高、低乡的差异，从根本上是基

于客观的微地貌差异，但在地方开发中是作为一种农田水利特征的差别被人们所认识的。这也就决定

了太湖流域水学的基本特点，即是将高、低乡作为一种农田水利格局加以阐释。
然而，吴越的大圩格局是郏亶较为理想化的概括，未必全面落实过。从文本上看，根据郏亶论述的

“古人之治水”的情形，还难以复原 10 世纪农田水利的面貌。郏氏“论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重点在

于批评“后世废低田、高田之法”、“自来议者只知决水，不知治田”等弊端。可见，他对古人治水的称颂，

确实是与其现实治水主张密不可分的。他的上奏的立论点在于:“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无

过于苏州。然自唐末以来，经营至今，而终未见其利。”⑤为了陈明治田利害，他对 11 世纪以前高低乡水

利的描述或有溢美之辞，但同时又认为唐末以后的经营尚未实现水田之利。譬如他记载了 10 世纪后期

冈身以东高乡冈门水利被破坏的现象:

堽身之东，其田尚有丘亩、经界、沟洫之迹在焉，是皆古之良田。因堽门坏，不能蓄水，而为旱田

耳。堽门之坏，岂非五代之季，民各从其行舟之便而废之耶? ⑥

他还列举了 11 世纪大圩系统因田主与租户利益冲突、聚落间水利负担不均，而继续被打破的事

实⑦，并分析了低乡聚落形式发展与古圩被破之间的关系:

至钱氏有国，而尚有撩清、指挥之名者，此其遗法也。洎乎年祀绵远，古法隳坏，其水田之堤防，

或因田户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古者，人户各有田舍，在田圩之中浸以为家，欲其行舟之便，

乃凿其圩岸以为小泾、小浜。即臣昨来所陈某家泾、某家浜之类是也。说者谓，浜者，安船沟也。
泾、浜既小，是堤岸不高，遂至坏却田圩，都为白水也。今昆山柏家瀼水底之下，尚有民家阶甃之遗

址，此古者民在圩中住居之旧迹也。⑧

圩田区的村落发展，常常就是这样的结果: 许多以某家泾、某家浜等命名的小泾、浜突破了旧的大圩

岸，虽然加剧了水患，却方便了行舟和停泊。如此一来，整体地势低洼的低乡村落定居点必然向处于相

对高地的圩岸靠拢，而大圩古制的损坏并未就此终止。郏亶站在官方施政的角度建言治水，被其视为违

背古制的行为恰恰反映了 10 到 11 世纪聚落发展和社会变迁的普遍事实。太湖东南缘大筑塘路，促进

了交通发展，导致太湖向东排泄水势减缓，低乡洼地加速淤淀。在这种有利的垦殖环境中，豪右占据上

游河道水口，流民进入了上中游开垦洼地，在高乡冈身一带，也有一股开辟陆路交通、开辟农作聚落的趋

势。从 10 世纪到 11 世纪，冲破冈门和堰闸，凿开大圩和老岸，成为愈演愈烈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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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11 世纪是官方水利真正兴起的一个时代。后世方志多有记载:

唐以后，漕挽仰给军国之费，宜有经营疏凿之论，而载籍亦皆佚之。吴越钱氏始究理水事，置都

水营田使，募撩浅卒。迨宋天禧间，发江淮运使张纶疏五湖，导太湖入海。乾兴之积水害稼，遣职方

郎中杨及督发郡兵疏导。天圣之水坏湖塘海渠，诏运使徐奭赵贺筑堤桥、浚积潦赴海。景祐则郡守

范仲淹，宝元则转运叶清臣，庆历则通判李禹卿，至和则主簿丘与权，嘉祐则运使沈立，熙宁则编校

雍元直，或疏陈濬治，或创议修筑，或奉诏经理，然皆一时相度，以祛民患，未有定论长策。①

宋天禧以后，三吴治水官员和水利学家力求摆脱水患，而又“未有定论长策”的局面，便是生活在 11
世纪中叶的朱长文将“治水”专列为《吴郡图经续记》一门的时代语境。水利事业的推进促成了水利学

说的发展。11 世纪上半叶，范仲淹在苏州治水中初步提出了太湖地区治水理论，并推崇五代吴越军事

化疏浚排涝的成功经验，范氏以及叶清臣等官员的治水侧重于太湖地区通海河道下游的疏通和裁弯取

直。到了 11 世纪中期，低乡地区如至和塘、吴江长堤和长桥等水利大工程相继完成，对推进低乡洼地的

开发意义重大。圩田垦殖也开始得到官方的重视，据朱长文所述:

转运使王纯臣建议，请令苏、湖、常、秀，修作田塍，位位相接，以御风涛; 令县令教诱殖利之户，

自作塍岸，定邑吏劝课为殿最，当时推行焉。其后论水者益多。②

显然，在嘉祐五年( 1060) 王纯臣建言之前，圩田开发还处于草创和分散的状态，开发动力在于地方

独立垦殖的民户。单锷后来曾叙及圩田之制:

窃观诸县高原陆野之乡，皆有塘圩，或三百亩、或五百亩为一圩。盖古之人停蓄水以灌溉民田。③

前述郏亶关于塘浦棋布的“古制”中的“圩田之象”，未确切说明塘浦之岸是否即圩岸。由于在郏氏

之前，范仲淹曾提及“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④，于是后世水利学

家干脆认为郏氏所述塘浦圩田古制，即是大圩普遍存在的格局。而根据单锷的叙述，圩田之制应始于太

湖流域的高地，其圩制恰恰是五百亩以下的“小圩”。这种高地小圩与堰闸相配合，具有蓄水备旱的灌

溉功能。到了 11 世纪，水流环境发生变化，吴江塘路之修筑，使得高乡塘河水位下降，小圩难以蓄水，小

圩灌溉农作遂废。单锷认为，假如愿开吴江岸泄水，则高地圩田必须恢复。然而，实际的情况是长堤不

废，反倒使得低乡洼地加速淤垫，因此在低乡开发小圩田，并试图“位位相接”，是比较现实的垦拓策略。
在 1060 年王纯臣的建言得到采纳之后，开发圩田开始关乎官员考成，这便是“论水者益多”的诱因，也

是郏亶等水利学家在推崇吴越军事化开河排涝的基础上，塑造宋以前高低乡塘浦圩田盛迹的诱因。
【责任编辑: 赵洪艳; 责任校对: 赵洪艳，李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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